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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两种构件的摆放关系

或存在一定的渊源。颇为可惜的是，学界对这件战国蛇座凤

鸟漆木鼓架少有关注，至今未有系统研究。

一、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学术源流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湖南长沙郊外发现

了大量墓葬，出土了大量楚汉漆器，其中便有这件战国蛇座

凤鸟漆木鼓架。后来，这件漆器与部分出土古物辗转被贩至

日本大阪，于 1937 年被日本古董商浅野梅吉购得。浅野梅

吉邀请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欣赏、分析这批楚

汉漆器。[5] 梅原末治、水野清一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产

生了浓厚兴趣，撰写了研究性文章，简要叙述了战国蛇座凤

鸟漆木鼓架的造型、纹饰、风格等，并与相关出土文物进行

了简要对比。其在文中指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应为汉

代装饰品，其中“凤鸟”造型应为鹤，由此推断出这件器物

具有镇压邪祟、保护墓葬的效用。[6]1941 年，梅原末治就

20 世纪 30 年代末湖南长沙古墓出土的一批文物进行探究，

专门考量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构件摆放问题。[7]

1938 年 2 月，日本山中商会驻美国纽约支店将战国蛇

座凤鸟漆木鼓架出售给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8] 之后，

美国学者开始对其展开分析与研究。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最开始被称作“蛇架双鹳漆木雕像”。[9] 同年，美国克利夫兰

艺术博物馆远东和近东部长霍华德 · 霍利斯发表同名文章，

“Cranes and Serpents”逐渐成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在西方学界的代称。霍利斯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造型、

纹饰进行深入辨析，认为其制作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3 世纪，

即周代晚期至汉代初期，断代进一步明确。同时，霍利斯对

器物构件的摆放展开论述，认为原有的摆放位置为两侧凤鸟

尾翼向外、头部朝内，即面对面的姿态。在霍利斯看来，这

种摆放位置并不正确，两侧凤鸟应是尾翼向内、头部朝外。

如此才能更加贴合孔洞，并使两侧凤鸟之间的位置能够承载

器物。按照霍利斯所言，这件器物被发掘出土时，美国学者

哈德利·考克斯正在长沙。一位主要的发掘者告知考克斯，

他们发现在此器物出土时，两侧凤鸟之间悬挂有一面鼓。霍

利斯据此认为这件器物应为鼓架，凤鸟之间的那面鼓有震慑

墓葬邪祟的作用。器物以朱漆描绘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朱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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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是以木材或其他材料造型，经过髹漆而做成的器物。

中国自古以来便盛产漆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此类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类型多样、制作精良，达到了该时

代的最高水准。学界从类型分期及分区、名称考释、纹饰铭

文、造型设计、艺术风格、文化内涵、生产工艺、生产管理、

器具等级等多种研究角度出发，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漆器进

行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有一件被认定为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战国蛇座凤鸟漆木

鼓架。该鼓架长 132.1cm，宽 124.5cm，底座宽 57.5cm，

整体由双蛇、双鸟两部分构成。[2] 漆器有中空底面，底面有

双蛇盘踞，相互缠绕，双蛇头部外露，尾部位于左右两端。

左蛇全身铺以鳞纹，右蛇头部、颈部为鳞纹，身躯以多块三

角形复合纹饰排列。复合纹饰由勾云纹与兽纹组成。尾部侧

面有榫眼以纳凤鸟。两侧凤鸟结构基本一致，均体态修长，

头部简约灵动，脖颈细长而近乎垂直，躯干处微有隆起，造

型圆润、雅致。左侧凤鸟脖颈上方饰有同龙纹（或蛇纹）、

凤纹颇为相似的兽纹，下方饰以水波纹，躯干装饰有菱纹与

勾云纹所组成的复合纹饰，两翅与尾翼铺以叶脉状羽毛纹样，

腿部上方有水波纹。右侧凤鸟脖颈与躯干均铺陈以菱纹与勾

云纹所组成的复合纹饰，两翅、尾翼与左侧凤鸟同为叶脉状

羽毛纹样，腿部纹饰亦相同，上方以水波纹设计。不过，右

侧凤鸟腿部较左侧纹饰较少，体型更为粗厚。值得注意的是，

凤鸟的头部、两翅、腿部与尾翼都能拆卸，依托榫卯结构与 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躯干相连。从色彩设计来看，器物整体应是在黑漆底面上用

朱漆绘制而成的。凤鸟脖颈、躯干及双蛇躯干处有部分黄色

痕迹，学者鉴定其并非为漆色，而是一种成色不明且粗糙的

黄色颜料，似乎专门用于勾勒器物的造型轮廓。[3]

从形制上来看，此器与东周时期的楚国虎座鸟架鼓、虎

座飞鸟（或名“虎座立凤”）等类型的漆器相近，[4] 三者间

摘要：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自20世纪30年代末于湖南长沙出土，辗转日本、美国，最终被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此前，国内外学者皆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过讨论，然而多数分析并不深入，几乎未有系统研究。笔者通过对该器物重新梳

理与考释，认为器物所表现的是“凤鸟践蛇”，具有尊鸟贬蛇的内在寓意。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为楚人尝试创作鼓架漆

器的产物，然而因其功能性、装饰性较弱，楚人后将其改进为虎座鸟架鼓。此后，同类蛇座鸟架鼓便少有制作，逐渐消失

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词：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虎座鸟架鼓  漆器  髹漆  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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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天星观 1 号墓出土“虎座飞鸟”示意图

湖北江陵天星观 1 号墓出土虎座鸟架鼓示意图

相济的雌 雄原则。[22]1966 年，美国克利夫兰艺 术博物馆

出版手册，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制作年代确定为战

国时期。[23]1978 年，博物馆手册再 次将战国蛇 座 凤 鸟漆

木鼓架的制作年代缩短为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

并认 定 其为楚国漆器。[24]1991 年，博物馆手册将战国蛇

座凤鸟漆木鼓架称为“Drum Stand”，其余内容基本不

变。[25]2013 年，博物馆 将此器 物的制作年代改为战国时

期。[26] 后来，博物馆官方将其名称恢复为“Cranes and 

Serpents”，并译作“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国内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了解应始于 1960 年刊

登于《文物》的《美帝国主义盗劫我国文物的罪证》。此文

将该器物称作“长沙出土战国彩绘木雕双蛇座对鹤”[27]。

1976 年，台湾学者谭旦冏撰写了《〈肥遗〉和〈龙凤配〉》

一文，其中引用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为论证材料，将其称

作“楚双蜷蛇座双凤凰”。[2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逐

渐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产生关注。刘敦愿在《试论战国

艺术品中的鸟蛇相斗题材》中提及此器物，指出其形态展现

了“鸟践蛇”的场景，然而并未深入阐释。[29] 皮道坚将此

器物称为“蛇座凤架鼓”，认为其造型奇巧、优美，设计稍

显夸张，意匠新颖，形式具有很强的“乐感”，体现了设计

者对器物功能的重视。[30] 尹乐从造型设计与艺术风格角度

进行赏析，认为此器物中“鸟颈部位被夸张拉长，营造出了

一种俊逸的姿态，同时与小巧的鸟身形成了一种粗细、长短

的对比关系，造型简洁别致……优雅庄重之美和灵动俏皮之

风交相呼应，使整体造型具有一种抑扬顿挫的起伏感”[31]。

以上学者虽然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有所讨论，但篇幅较

短，并不深入，多数研究更是仅将其列作参考或回顾资料，

在文内一笔带过。

二、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造型探究

通过梳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学术源流，我们发现

该器物的具体造型、构件摆放等仍存在争议。不过，随着新

中国成立以来对大量楚国墓葬及其出土器物的发掘与梳理，

我们已有较为全面的考古材料，从而能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

鼓架进行更为深入、合理的分析。

在分析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之前，笔者希望先简要介

绍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这两种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形

制相近的楚国漆器。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是“典型的楚文

化标志性器物”，二者“充分展示了楚文化鼎盛时期多彩多

姿的风格面貌和楚艺术特有的造型意识与审美追求”[32]。虎

仅用于与死亡相关的场景。[10]1945 年，霍利斯更正了文章

中的“错讹”。他指出，权威人士认为这件器物是在公元 4

世纪被制造的，且他本以为两侧凤鸟的双翅为现代制造，然

而事实是双翅流至上海，美国芝加哥的本萨博特发现了它并

将之捐赠给了博物馆。[11] 此外，霍利斯对凤鸟与蛇进行了

新的诠释，认为凤鸟为传说中的“太阳鸟”，代表天，即“阳”。

蛇代表地，即“阴”。两者相合显现出古人企盼灵魂升天的

心灵寄托。[12]

1953 年，由美国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刊物《考古学》刊

登了一篇介绍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相关文物的文章，对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进行了介绍与阐释，并就器物用途提

出疑问，认为其很有可能是一件鼓架或镇压邪祟的守护神像，

器物上的凤鸟形象应该是时人对早期“凤凰”的想象。[13]

此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逐渐进入西方学界视野，[14]

不少学者将其引用至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中。例如，德国

学者埃莉诺·埃德伯格的《古代中国》（Das Alte China，

1958）[15]、英国学者索姆·詹妮斯与英国学者威廉·沃森合著

的《中国艺术：非主流艺术》（Chinese Art:The Minor 

Arts ，1963）[16]、威廉·沃森的《中国早期文明》（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66）与《中国古代艺术》（L'art 

de l'ancienne Chine ，1979）[17]、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隆

塞克的《中国历史与艺术》（The Horizon Book of the 

Arts of China ，1969）[18]、美国学者雪莉·格鲁波克的《中

国艺术》（The Art of China ，1973）[19]、英国学者迈克尔·雷

德利的《中国宝藏》（Treasures of China ，1974）[20] 等

作品中都提到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这些作品未对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进行深入分析，多数为简介与概述。不过，

法国学者克里斯汀·孔特勒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认为这

件器物很有可能是没有实际功能的陪葬品。在楚国文化中，

弦乐器与管乐器具有联结自然、善恶的重要作用，鼓被视作

“雷”的象征，可以响彻天地。凤鸟与蛇是具有神圣属性的

动物，与祭师、巫觋等有重要联系，因此负责联结有形的人

类世界与无形的神圣世界。[21]

与此同时，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不断深化对战国

蛇座 凤鸟漆木鼓 架的理 解。1964 年，时任 馆长李雪曼在

著作《远东艺术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 ）

中谈及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就器物构件的摆放，他

与霍利斯的观点存有差异，认为两侧凤鸟背向而立以悬挂

鼓器的安排并不实用，且这些凤鸟并非仙鹤，而是孔雀（按：

据羽毛纹饰猜测），原因在于早期中国南方地区有将大型

孔雀、蛇形木雕摆放至屋外以辟邪的民俗活动。除此之外，

他认为器物底座的双蛇纹饰不同，而这或许是想体现阴阳

 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底座图）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背视图,局部）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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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天星观 1 号墓出土“虎座飞鸟”示意图

湖北江陵天星观 1 号墓出土虎座鸟架鼓示意图

相济的雌 雄原则。[22]1966 年，美国克利夫兰艺 术博物馆

出版手册，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制作年代确定为战

国时期。[23]1978 年，博物馆手册再 次将战国蛇 座 凤 鸟漆

木鼓架的制作年代缩短为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

并认 定 其为楚国漆器。[24]1991 年，博物馆手册将战国蛇

座凤鸟漆木鼓架称为“Drum Stand”，其余内容基本不

变。[25]2013 年，博物馆 将此器 物的制作年代改为战国时

期。[26] 后来，博物馆官方将其名称恢复为“Cranes and 

Serpents”，并译作“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国内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了解应始于 1960 年刊

登于《文物》的《美帝国主义盗劫我国文物的罪证》。此文

将该器物称作“长沙出土战国彩绘木雕双蛇座对鹤”[27]。

1976 年，台湾学者谭旦冏撰写了《〈肥遗〉和〈龙凤配〉》

一文，其中引用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为论证材料，将其称

作“楚双蜷蛇座双凤凰”。[2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逐

渐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产生关注。刘敦愿在《试论战国

艺术品中的鸟蛇相斗题材》中提及此器物，指出其形态展现

了“鸟践蛇”的场景，然而并未深入阐释。[29] 皮道坚将此

器物称为“蛇座凤架鼓”，认为其造型奇巧、优美，设计稍

显夸张，意匠新颖，形式具有很强的“乐感”，体现了设计

者对器物功能的重视。[30] 尹乐从造型设计与艺术风格角度

进行赏析，认为此器物中“鸟颈部位被夸张拉长，营造出了

一种俊逸的姿态，同时与小巧的鸟身形成了一种粗细、长短

的对比关系，造型简洁别致……优雅庄重之美和灵动俏皮之

风交相呼应，使整体造型具有一种抑扬顿挫的起伏感”[31]。

以上学者虽然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有所讨论，但篇幅较

短，并不深入，多数研究更是仅将其列作参考或回顾资料，

在文内一笔带过。

二、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造型探究

通过梳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学术源流，我们发现

该器物的具体造型、构件摆放等仍存在争议。不过，随着新

中国成立以来对大量楚国墓葬及其出土器物的发掘与梳理，

我们已有较为全面的考古材料，从而能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

鼓架进行更为深入、合理的分析。

在分析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之前，笔者希望先简要介

绍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这两种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形

制相近的楚国漆器。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是“典型的楚文

化标志性器物”，二者“充分展示了楚文化鼎盛时期多彩多

姿的风格面貌和楚艺术特有的造型意识与审美追求”[32]。虎

仅用于与死亡相关的场景。[10]1945 年，霍利斯更正了文章

中的“错讹”。他指出，权威人士认为这件器物是在公元 4

世纪被制造的，且他本以为两侧凤鸟的双翅为现代制造，然

而事实是双翅流至上海，美国芝加哥的本萨博特发现了它并

将之捐赠给了博物馆。[11] 此外，霍利斯对凤鸟与蛇进行了

新的诠释，认为凤鸟为传说中的“太阳鸟”，代表天，即“阳”。

蛇代表地，即“阴”。两者相合显现出古人企盼灵魂升天的

心灵寄托。[12]

1953 年，由美国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刊物《考古学》刊

登了一篇介绍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相关文物的文章，对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进行了介绍与阐释，并就器物用途提

出疑问，认为其很有可能是一件鼓架或镇压邪祟的守护神像，

器物上的凤鸟形象应该是时人对早期“凤凰”的想象。[13]

此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逐渐进入西方学界视野，[14]

不少学者将其引用至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中。例如，德国

学者埃莉诺·埃德伯格的《古代中国》（Das Alte China，

1958）[15]、英国学者索姆·詹妮斯与英国学者威廉·沃森合著

的《中国艺术：非主流艺术》（Chinese Art:The Minor 

Arts ，1963）[16]、威廉·沃森的《中国早期文明》（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66）与《中国古代艺术》（L'art 

de l'ancienne Chine ，1979）[17]、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隆

塞克的《中国历史与艺术》（The Horizon Book of the 

Arts of China ，1969）[18]、美国学者雪莉·格鲁波克的《中

国艺术》（The Art of China ，1973）[19]、英国学者迈克尔·雷

德利的《中国宝藏》（Treasures of China ，1974）[20] 等

作品中都提到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这些作品未对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进行深入分析，多数为简介与概述。不过，

法国学者克里斯汀·孔特勒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认为这

件器物很有可能是没有实际功能的陪葬品。在楚国文化中，

弦乐器与管乐器具有联结自然、善恶的重要作用，鼓被视作

“雷”的象征，可以响彻天地。凤鸟与蛇是具有神圣属性的

动物，与祭师、巫觋等有重要联系，因此负责联结有形的人

类世界与无形的神圣世界。[21]

与此同时，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不断深化对战国

蛇座 凤鸟漆木鼓 架的理 解。1964 年，时任 馆长李雪曼在

著作《远东艺术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 ）

中谈及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就器物构件的摆放，他

与霍利斯的观点存有差异，认为两侧凤鸟背向而立以悬挂

鼓器的安排并不实用，且这些凤鸟并非仙鹤，而是孔雀（按：

据羽毛纹饰猜测），原因在于早期中国南方地区有将大型

孔雀、蛇形木雕摆放至屋外以辟邪的民俗活动。除此之外，

他认为器物底座的双蛇纹饰不同，而这或许是想体现阴阳

 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底座图）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背视图，局部）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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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宴乐画像杯所绘无底座鸟架鼓示意图

日本、西方学者就器物构件摆放问题亦存争议。笔者认

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摆放情况应是双鸟尾翼向内，头

部朝外，中间挂有乐鼓。具体原因有三：第一，前文已述及，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被发掘时美国学者考克斯正在长沙，

他从主要发掘者处得知此物在出土时凤鸟之间悬挂有一面

鼓，此物在出售给博物馆经销商时亦被告知出土时有木鼓残

片；[41] 第二，虎座鸟架鼓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都为鼓架，

主体造型均为凤鸟，故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和虎座鸟架鼓

中凤鸟构件的摆放位置应该一致；第三，如果战国蛇座凤鸟

漆木鼓架两侧凤鸟尾翼向外，头部朝内，那么两侧凤鸟之间

几乎没有容纳乐鼓的空间。此外，两侧凤鸟头部往下约 2.5cm

的脖颈处均有直径约 0.3cm 的小孔，这两个小孔应为置放

乐鼓所用，而两侧凤鸟头部向内这种摆放位置显然不适合放

置乐器。

三、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性质及文化内涵

从功能上来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作为乐鼓支架当

无疑问，然而衍生出的两个问题却颇为难解：其一，这件鼓

架是否为具有实用性的日常器具；其二，鼓架上所置乐鼓为

何种类型。之所以存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战国蛇座凤鸟漆

木鼓架虽然与虎座鸟鼓架形制相近，但在具体造型上并不适

合悬挂乐鼓。以虎座鸟架鼓为例，乐鼓一般是用绳索穿过鼓

体左右两侧的挂环，系于两侧凤鸟头冠处，再用绳索穿过鼓

体下环，以两侧凤鸟尾翼连接处为依托。然而，战国蛇座凤

鸟漆木鼓架两侧凤鸟脖颈细长且无弯曲。通过丁兰等学者对

楚墓出土鸟架鼓所进行的分期探究，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风

格类型的鸟架鼓中，凤鸟脖颈都有弯曲。其中，AaII 式、

Aa2 式、AbI 式、Ba2I 式、CI 式对脖颈的塑造颇具垂直感，

多数都会适度弯曲头部与脖颈的连接处，并且将脖颈向躯干

处倾斜，从而保持平衡并增强承重能力。除此之外，虎座鸟

架鼓所塑凤鸟腿部基本垂直于底座。然而，战国蛇座凤鸟漆

木鼓架所塑凤鸟腿部是倾斜的，虽然其底座榫卯连接处存在

磨损情况，但是磨损所导致的倾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结合

两侧凤鸟尾翼未有磨损，笔者猜测应为两侧凤鸟恰好交错开

来，彼此之间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过，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

架尾翼处厚度较薄且未有连接，似乎难以承托乐鼓。[42] 可

是上文提及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在出土时两侧凤鸟之间挂

有一面乐鼓，这便与其造型设计产生了矛盾。[43]

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应是楚人

尝试创作鼓架漆器的产物，其与虎座鸟架鼓为同一时期产出

的器物类型，很有可能是创作虎座鸟架鼓之前的“试验品”，[44]

因而实用性较弱、装饰性较强，制作过程不够成熟。如此推

测的原因有二：其一，从基本造型、纹饰来看，虎座鸟架鼓

虽然有各种风格类型，但是基本形制保持稳定，两侧伏虎、

凤鸟就纹饰方面保持一致，呈对称样式，显然具有较为规范

的生产要求及流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整体造型简单，

两侧双蛇、双鸟纹饰并不统一，且该器物目前仅存一例，说

明其并非通行器具。其二，从实用角度来看，其不同于虎座

鸟架鼓，演奏者能以坐姿、跪姿在乐鼓悬置鼓架的状态下演

奏。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仅能悬挂重量相对较轻的乐鼓，

时人不可悬而敲击，只能从架上取鼓使用，实用性较弱。由

此论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与虎座鸟鼓架同作鼓架之用，

二者在颜色、榫卯结构等具体造型设计以及整体形制方面如

出一辙。然而，虎座鸟鼓架在造型、纹饰、功能以及各种细

节处理等方面较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更为成熟，因而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应为楚人探究鼓架漆器的“试验品”，造

型、功能等方面均有所不足，故最终被虎座鸟鼓架所取代。

至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所置乐鼓类型，笔者认为应与虎

座鸟鼓架所置乐鼓相同，即为悬鼓。[45] 不过，战国蛇座凤

鸟漆木鼓架难以承托较重的悬鼓，稳定程度较差，因而逐渐

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通过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造型、构件、性质等问

题进行梳理，接下来我们尝试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探究。从器

物造型来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偏向表现“尊鸟贬蛇”

的场景，这符合彼时楚人“尊崇凤鸟”的文化心理。例如，

上海博物馆藏宴乐画像杯上绘有一件无底座鸟架鼓，折射出

楚人主张以凤鸟配鼓的创作心理，其中虎座、蛇座仅起到稳

定、装饰的衬托作用。然而，蛇不同于虎，就楚国出土漆器

及图像而言，蛇往往绘于底层位置。以虎座鸟架鼓为例，虽

然楚人认为虎的地位低于凤鸟，但是凤鸟与虎可以和平共处。

虎座飞鸟是楚人为增强巫术效果，便将楚人之“凤”与巴人

座鸟架鼓形制一般由伏虎（一对）、鸟（一对）、鼓（一只）

三种构件组成。伏虎一般昂首、背向呈趴伏状。虎背有榫眼。

虎背榫眼插有双鸟。双鸟一般尾翼相连，背向而立。目前出

土了虎座鸟架鼓的有信阳长台关、荆门包山、江陵拍马山、

江陵天星观、江陵雨台山等地楚墓群，数量至少有 64 件。[33]

虽然这些虎座鸟架鼓的体积、座形略存差异，但整体形制基

本一致。虎座飞鸟形制一般为伏虎（一只）、凤鸟（一只）、

鹿角（一对）三种构件组成。伏虎一般昂首趴伏，虎背有榫

眼，背立一只展翅飞鸟，鸟背插有对称的一对鹿角。出土虎

座飞鸟的楚墓有荆门包山、江陵天星观、江陵雨台山等地楚

墓群，出土数量至少有 29 件。[34]

就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具体造型及其展现场景而

言，多数学者主要对“凤鸟”存在争议。梅原末治、水野清

一认为“凤鸟”为鹤，霍华德·霍利斯则将其理解为“太阳鸟”，

《考古学》中的文章将其视为时人对“凤凰”的想象，李雪

曼则从民俗角度出发，将其视作“孔雀”，谭旦冏更是直接

称其为“凤凰”。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中的凤鸟造型一般

均有鸟冠，且脖颈弯曲，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鹭鸶”“飞廉”

等。[35] 现今仅存一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其不具鸟冠，

脖颈细长而未有弯曲，因此难以辨别为某种具体的生物。结

合楚人对“凤”的推崇，笔者认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所

造“凤鸟”可能是楚人对“凤”的一种“想象形态”，并不

具有明确的现实指涉。

结合对现实的考虑，刘敦愿指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展现了“鸟践蛇”这一场景，因为双蛇座有榫眼以承凤鸟。

然而，这种位置关系是否有“贬低”蛇之意还有待具体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虎座鸟架鼓倾向于表达楚人（凤）战胜巴人

（虎）、[36] 褒凤吉善与贬虎凶恶的心理，[37] 还有的学者认

为这是巴楚文化融合的象征，[38] 或体现了虎啸凤鸣的乐理

设计。[39] 前者为“尊鸟贬虎”，后者为“鸟虎相处”。楚

人对蛇类既存信仰而又存敬畏与厌恶之心。从艺术角度审视，

两湖地区发现的楚国蛇图像至少有 94 例，其中复合蛇图像

均为“兽鸟践蛇”（按：以“凤鸟践蛇”“啖蛇”形式为主）。[40]

由此推断，楚人对蛇类印象相对负面。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

架中的凤鸟、双蛇体型比例悬殊，双蛇纹饰亦不如凤鸟精细，

高耸展翅的凤鸟与低矮蜷缩的双蛇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

凸显了凤鸟的雍容与尊贵，因而笔者认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

鼓架的造型场景更偏向表现“尊鸟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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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宴乐画像杯所绘无底座鸟架鼓示意图

日本、西方学者就器物构件摆放问题亦存争议。笔者认

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摆放情况应是双鸟尾翼向内，头

部朝外，中间挂有乐鼓。具体原因有三：第一，前文已述及，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被发掘时美国学者考克斯正在长沙，

他从主要发掘者处得知此物在出土时凤鸟之间悬挂有一面

鼓，此物在出售给博物馆经销商时亦被告知出土时有木鼓残

片；[41] 第二，虎座鸟架鼓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都为鼓架，

主体造型均为凤鸟，故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和虎座鸟架鼓

中凤鸟构件的摆放位置应该一致；第三，如果战国蛇座凤鸟

漆木鼓架两侧凤鸟尾翼向外，头部朝内，那么两侧凤鸟之间

几乎没有容纳乐鼓的空间。此外，两侧凤鸟头部往下约 2.5cm

的脖颈处均有直径约 0.3cm 的小孔，这两个小孔应为置放

乐鼓所用，而两侧凤鸟头部向内这种摆放位置显然不适合放

置乐器。

三、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性质及文化内涵

从功能上来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作为乐鼓支架当

无疑问，然而衍生出的两个问题却颇为难解：其一，这件鼓

架是否为具有实用性的日常器具；其二，鼓架上所置乐鼓为

何种类型。之所以存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战国蛇座凤鸟漆

木鼓架虽然与虎座鸟鼓架形制相近，但在具体造型上并不适

合悬挂乐鼓。以虎座鸟架鼓为例，乐鼓一般是用绳索穿过鼓

体左右两侧的挂环，系于两侧凤鸟头冠处，再用绳索穿过鼓

体下环，以两侧凤鸟尾翼连接处为依托。然而，战国蛇座凤

鸟漆木鼓架两侧凤鸟脖颈细长且无弯曲。通过丁兰等学者对

楚墓出土鸟架鼓所进行的分期探究，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风

格类型的鸟架鼓中，凤鸟脖颈都有弯曲。其中，AaII 式、

Aa2 式、AbI 式、Ba2I 式、CI 式对脖颈的塑造颇具垂直感，

多数都会适度弯曲头部与脖颈的连接处，并且将脖颈向躯干

处倾斜，从而保持平衡并增强承重能力。除此之外，虎座鸟

架鼓所塑凤鸟腿部基本垂直于底座。然而，战国蛇座凤鸟漆

木鼓架所塑凤鸟腿部是倾斜的，虽然其底座榫卯连接处存在

磨损情况，但是磨损所导致的倾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结合

两侧凤鸟尾翼未有磨损，笔者猜测应为两侧凤鸟恰好交错开

来，彼此之间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过，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

架尾翼处厚度较薄且未有连接，似乎难以承托乐鼓。[42] 可

是上文提及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在出土时两侧凤鸟之间挂

有一面乐鼓，这便与其造型设计产生了矛盾。[43]

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应是楚人

尝试创作鼓架漆器的产物，其与虎座鸟架鼓为同一时期产出

的器物类型，很有可能是创作虎座鸟架鼓之前的“试验品”，[44]

因而实用性较弱、装饰性较强，制作过程不够成熟。如此推

测的原因有二：其一，从基本造型、纹饰来看，虎座鸟架鼓

虽然有各种风格类型，但是基本形制保持稳定，两侧伏虎、

凤鸟就纹饰方面保持一致，呈对称样式，显然具有较为规范

的生产要求及流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整体造型简单，

两侧双蛇、双鸟纹饰并不统一，且该器物目前仅存一例，说

明其并非通行器具。其二，从实用角度来看，其不同于虎座

鸟架鼓，演奏者能以坐姿、跪姿在乐鼓悬置鼓架的状态下演

奏。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仅能悬挂重量相对较轻的乐鼓，

时人不可悬而敲击，只能从架上取鼓使用，实用性较弱。由

此论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与虎座鸟鼓架同作鼓架之用，

二者在颜色、榫卯结构等具体造型设计以及整体形制方面如

出一辙。然而，虎座鸟鼓架在造型、纹饰、功能以及各种细

节处理等方面较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更为成熟，因而战国

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应为楚人探究鼓架漆器的“试验品”，造

型、功能等方面均有所不足，故最终被虎座鸟鼓架所取代。

至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所置乐鼓类型，笔者认为应与虎

座鸟鼓架所置乐鼓相同，即为悬鼓。[45] 不过，战国蛇座凤

鸟漆木鼓架难以承托较重的悬鼓，稳定程度较差，因而逐渐

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通过对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造型、构件、性质等问

题进行梳理，接下来我们尝试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探究。从器

物造型来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偏向表现“尊鸟贬蛇”

的场景，这符合彼时楚人“尊崇凤鸟”的文化心理。例如，

上海博物馆藏宴乐画像杯上绘有一件无底座鸟架鼓，折射出

楚人主张以凤鸟配鼓的创作心理，其中虎座、蛇座仅起到稳

定、装饰的衬托作用。然而，蛇不同于虎，就楚国出土漆器

及图像而言，蛇往往绘于底层位置。以虎座鸟架鼓为例，虽

然楚人认为虎的地位低于凤鸟，但是凤鸟与虎可以和平共处。

虎座飞鸟是楚人为增强巫术效果，便将楚人之“凤”与巴人

座鸟架鼓形制一般由伏虎（一对）、鸟（一对）、鼓（一只）

三种构件组成。伏虎一般昂首、背向呈趴伏状。虎背有榫眼。

虎背榫眼插有双鸟。双鸟一般尾翼相连，背向而立。目前出

土了虎座鸟架鼓的有信阳长台关、荆门包山、江陵拍马山、

江陵天星观、江陵雨台山等地楚墓群，数量至少有 64 件。[33]

虽然这些虎座鸟架鼓的体积、座形略存差异，但整体形制基

本一致。虎座飞鸟形制一般为伏虎（一只）、凤鸟（一只）、

鹿角（一对）三种构件组成。伏虎一般昂首趴伏，虎背有榫

眼，背立一只展翅飞鸟，鸟背插有对称的一对鹿角。出土虎

座飞鸟的楚墓有荆门包山、江陵天星观、江陵雨台山等地楚

墓群，出土数量至少有 29 件。[34]

就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具体造型及其展现场景而

言，多数学者主要对“凤鸟”存在争议。梅原末治、水野清

一认为“凤鸟”为鹤，霍华德·霍利斯则将其理解为“太阳鸟”，

《考古学》中的文章将其视为时人对“凤凰”的想象，李雪

曼则从民俗角度出发，将其视作“孔雀”，谭旦冏更是直接

称其为“凤凰”。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中的凤鸟造型一般

均有鸟冠，且脖颈弯曲，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鹭鸶”“飞廉”

等。[35] 现今仅存一例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其不具鸟冠，

脖颈细长而未有弯曲，因此难以辨别为某种具体的生物。结

合楚人对“凤”的推崇，笔者认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所

造“凤鸟”可能是楚人对“凤”的一种“想象形态”，并不

具有明确的现实指涉。

结合对现实的考虑，刘敦愿指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

展现了“鸟践蛇”这一场景，因为双蛇座有榫眼以承凤鸟。

然而，这种位置关系是否有“贬低”蛇之意还有待具体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虎座鸟架鼓倾向于表达楚人（凤）战胜巴人

（虎）、[36] 褒凤吉善与贬虎凶恶的心理，[37] 还有的学者认

为这是巴楚文化融合的象征，[38] 或体现了虎啸凤鸣的乐理

设计。[39] 前者为“尊鸟贬虎”，后者为“鸟虎相处”。楚

人对蛇类既存信仰而又存敬畏与厌恶之心。从艺术角度审视，

两湖地区发现的楚国蛇图像至少有 94 例，其中复合蛇图像

均为“兽鸟践蛇”（按：以“凤鸟践蛇”“啖蛇”形式为主）。[40]

由此推断，楚人对蛇类印象相对负面。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

架中的凤鸟、双蛇体型比例悬殊，双蛇纹饰亦不如凤鸟精细，

高耸展翅的凤鸟与低矮蜷缩的双蛇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

凸显了凤鸟的雍容与尊贵，因而笔者认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

鼓架的造型场景更偏向表现“尊鸟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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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及其书法史价值

李晨 / 故宫博物院

摘要：《西岳华山庙碑》作为东汉隶书的重要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后世习书的范本。出于历史原因，

原碑损毁之后，传世的几部拓本成为历代学者研习的珍贵资料。目前，现存此碑原拓共四个版本，即“四明本”“长垣本”“华

阴本”“顺德本”。因传拓年代不同，文字毁损程度各有差异，不过各自的历史价值皆不容忽视。本文试以“四明本”《西

岳华山庙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传世拓本的版本、流传等情况，分析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西岳华山庙碑》  “四明本”  书法  书法史  拓本

一、《西岳华山庙碑》及其传世拓本

在中国书法史上，两汉时期特有的文化背景造就了隶书

发展的辉煌和汉代独有的书法艺术精神。东汉时期，统治者

崇尚儒学，私学授受经学更为兴盛。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

士大夫等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各类社会群体纷纷

树碑立石，碑刻门类十分齐全。汉代碑刻在石材选取上非常

讲究，有专门性的选石、采石之人，经由他们挑选、采集的

石材可以长久保存。东汉刘熙曾在《释名·释典艺》中写道：

“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

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1] 可见，立碑的

目的是使碑主的事迹、功德传世，撰书者本人的身份并不重

要。当时，碑铭一般由令使、书佐等地位不高的文吏所撰。

东汉时期的官方正体文字是隶书，现存的东汉隶书碑刻数量

众多，分布广泛，体现了当时刻碑风气的繁盛。按照当时碑

铭的体例，大多不列撰书者之名，只有少数例外情况，如《西

岳华山庙碑》便有书者之名，其亦是东汉隶书碑刻的重要代

表，为汉灵帝延熹四年（161）弘农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据

宋人著录，袁逢转任京兆尹后，此项工程由继任弘农太守安

平孙谬于延熹八年（165）最终完成。是碑高 7 尺 7 寸，广

3 尺 6 寸，文凡 22 行，每行 37 字，碑首有“西岳华山庙碑”

六字篆额，碑末题有“京兆尹敕监都掾霸陵杜迁市石，遗书

佐新丰郭香察书”。《西岳华山庙碑》立于华山，字体变化

丰富，态势鲜活，受到后世习书者的推重。明嘉靖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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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虎”相结合所产生的“楚巫蹻与巴巫蹻的重组”产物。[46]

蛇在漆器图式中主要呈现“卑态”。以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

2 号墓出土虎座鸟架鼓为例，其两侧凤鸟背部各有一件支鼓

虎，而底座雕饰有六条被虎践踏的蜷蛇，形成所谓凤、虎、

蛇地位依次递减的等级秩序。因此，凤鸟造型“为突出表现

的主体部分，为楚人尊凤观念的扩大化，表现了楚人称霸的

雄心伟略”[47]。与“虎啸凤鸣”这一设计理念不同，战国蛇

座凤鸟漆木鼓架主要表现了凤鸟昂首展翅、践踏双蛇的高傲

形象，体现了楚人尊崇凤鸟的造物观念和对蛇类的轻视心理。

四、结语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应为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在湖南长沙出土，后辗转被贩卖至日本、美国，

最终被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最初对战国蛇座凤鸟

漆木鼓架进行探究的是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与水野清一，后来

美国学者霍利斯、李雪曼及法国学者孔特勒等对其展开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到战国蛇

座凤鸟漆木鼓架，部分学者对其进行过简要分析，不过整体

上欠缺系统性研究。

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中所绘凤鸟是楚人崇“凤”的一

种“想象形态”，并不具有明确的现实指涉。器物表现了“凤

鸟践蛇”的场景，具有“尊鸟贬蛇”的内在寓意。器物中的

凤鸟践踏双蛇，有着昂首展翅的高傲形象，表现了楚人尊凤

的观念以及想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双蛇并不被楚人重视，

其造型主要起稳定、衬托作用。笔者结合虎座鸟架鼓、虎座

飞鸟等与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形制相近的漆器类型，推测

出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是楚人尝试创作鼓架漆器的“试验

品”。其功能性、装饰性较弱，因而被楚人改进为虎座鸟架

鼓，之后少有制作、生产，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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